
 

 

工资制度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国际经验及中国启示 

 

王湘红 

一、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统筹兼顾地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换句

话说, 就是在不失效率的前提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公平的原则。一般来说，劳动者在

经济中所得“公平份额”用劳动报酬占比来衡量。即所获报酬总量占一个国家 GDP 的比例。 

据统计和研究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已经连续 22 年下降，这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

注（李稻葵等，2009）。这种现象意味着工资水平的增长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这往往会

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扩大的社会群体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可能加剧劳资冲

突、增加再分配负担； 第二，较低的工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

出现近年来所见的“用工荒”现象；第三，消费者的低收入使总消费水平过低进而阻碍未来

经济的增长。 

影响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全球化进程，技术的进步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

竞争等（见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主要体现为资本的垄断利润，

当劳资之间不存在谈判机制时, 垄断利润为资本方取得, 劳动收入份额将随垄断程度增加而

减少。在劳资谈判的情况下，垄断程度变化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确定

( Blanchard and Giavazz,i 2003; Spector, 2004)。因此，影响劳动者谈判力量的工资政策就可能

影响劳动收入占比。 

国际上，通行的调节劳动收入分配的主要工资制度就是集体谈判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

几乎每个政府都依靠工资政策来矫正市场失灵以求达到社会期望的结果，即道德上可以接受

或者与当地社会正义感相一致的结果。本文意在总结和分析这两种工资制度对劳动收入占比

的影响。由于很久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没有谈判力量，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一般停留在技

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方面 （白重恩、钱震杰，2010），近年来新的劳动和工资政策的推广，

使我们有必要考察这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在近些年来广泛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并大力推

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特别自 2010 年以来，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调高，平均上升幅

度为 22%。而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时呼吁在所有的企业内实施集体协商制度，目标是到 2013

年，80%的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建立起此项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上普遍缺乏对集体协商

制度的深入认识，也缺少有效执行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常凯、乔健，2009）。这些工资政策

能否达到预期的效应？是否能保护劳动者福利？这些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有必要通

过总结国际经验，为我国的最低工资和集体协商制度的研究和政策完善提供借鉴。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最低工资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对保护劳动者福利及其收入的效

应，特别是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讨论中国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劳

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在跨国比较中，我们的实证分析使用了国家层面的数据。在国内的实证

分析中我们采用省级层面的数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简述劳动收入状况的主要衡量指标和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分别从理论和国际国内经验上回顾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对劳动收入的主

要影响。第四节讨论最低工资政策的发展和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第五节进行实证分析，首

先用跨国宏观数据分析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然后采用省级层面

的数据分析最低工资对中国各省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第六节是本文的结论。 



 

 

二、劳动收入的主要宏观指标  

在讨论工资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时，我们主要关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劳

动报酬占比所衡量的总体劳动收入水平； 第二、低收入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和他们的收入状

况；第三、总体和群体内收入不平等状况。我们在文献回顾中讨论工资政策对这几方面的影

响，但在实证分析中只分析了第一个指标，只主要是受目前数据的限制。以下首先简述这些

指标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主要指标是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报酬占比通常用总的国内产值（GDP）与雇员

的总收入的比来衡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对比 1995 年-2000 年和 2001 年

-2007 年两个阶段，结果发现主流的趋势是劳动报酬占比始终在下降。表 1 列出了其中一些

国家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中，下降特别显著的国家包括中国，从 55%下降到 52%。就整

体而言，当把所有国家考虑进去之后，GDP 每增长 1%都伴随着平均劳动报酬占比 0.05%的

下降幅度。 

 

表 1 部分国家调整的劳动报酬占比 

 劳动报酬占比 

 1995-2000 2001-2007 

   

中国 55.15* 51.95* 

香港 49.37* 52.83* 

澳门 33.35* 32.44* 

巴西 38.19 37.03* 

法国 57.37 57.32 

德国 59.16 57.38 

日本 65.19 61.38 

韩国 72.08 67.85 

英国 62.44 63.84 

美国 62.49 62.10 

 

在长期来看，工资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总体来说，研究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以来 OECD 国家的低劳动报酬占比趋势来自于新技术的冲击、竞争加剧、国际化以及

金融机构逐渐增强的影响力等（European Commission，2007），而工资政策是政府用来调节

这一趋势的重要工具。 

此外，国内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影响劳动收入报酬占比变动的因素非常复杂。李稻葵等

认为劳动报酬占比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存在一个 U 型规律，除了经济规律的作用以外，微

观数据分析也说明了工会协调对提高工人工资的作用。白重恩等认为，中国近年来劳动收入

占比下降的一个最大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占 GDP 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

业比重上升，这一因素大约影响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5 个百分点（白重恩，2008）。另外，

垄断行业利润过高，也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主要指标是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衡量工资政策制定有效与否的重要指标。根据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比较收入水平相对位置处于前 10%和后 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

我们发现在 1995 到 1997 年和 2004 年到 2006 年这两个时间阶段中，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差

距都呈现扩大趋势。有证据表明，较高的集体谈判覆盖率意味着更小的工资收入差距。在欧

洲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丹麦，芬兰，法国和荷兰等国同时具有高覆盖率和较小的收入差异，



 

 

匈牙利，波兰和英国同时拥有较低的覆盖率和较大的收入差异（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10）。 

第三个主要指标是低收入劳动者的比例。工资不平等的扩散和提升，具体体现在收入分

配中高收入群体的工资的急速增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的增长停滞。有证据显示，欧洲

国家低收入工人能在未来获得高收入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而将近五分之一的工人将面临无

收入的威胁（比如失业）（European Commission, 2003）。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 2007 年，

已有大约 7900 万欧盟居民处在贫困的边缘，3200 万居民缺乏生活必需品(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08)。在美国，大约有 3730 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及以下水平。

庞大的低收入人口数目使得工资的轻微调整也会引起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变动。 

当劳动市场不完善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时，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政策干预来调

节劳动收入。当工人面临不稳定的和较低的工资水平时，对政策干预的需求就更加强烈。一

系列的工资政策将对改善劳动市场上的不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集体谈判制度和最低工资制

度是本文将着重强调和分析的工资政策。 

三、工资集体谈判对劳动收入的效应 

1、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发展现状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覆盖面十分广，而且在推广深度上也十分可

观。总体来说，集体协商的集中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 U 型关系(Beminghaus, etc. 2003)。此

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逐年加深，东亚各国也在积极地调整本国的劳资协商体系，并逐

渐向欧美国家的劳资协商体系靠拢(Kuruvilla, 2002)。 

我们借鉴国际劳动组织（ILO）的评价指标——工资集体谈判政策―覆盖率‖——来衡量

工资集体谈判政策在一个国家中的普及程度，它被定义为所有工资雇员中签订了集体谈判协

议的雇员的比例。图 1 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覆盖率低于 15%的，覆盖率在 15%到 50%之

间，覆盖率在 51%到 70%之间，覆盖率高于 70%的，并描述了 2007 年工资集体谈判在 73

个国家的覆盖率情况。除了欧洲国家之外，集体谈判协议的覆盖率都显著偏低。在亚洲国家，

覆盖率更是通常低于 15%，并且实际上通常低于 5%。在欧洲，集体谈判协议的覆盖率相对

较高，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有超过 70%的雇员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不过并非所有的欧

洲国家都遵从高覆盖率这一模式，比如在匈牙利，波兰和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雇员被覆盖。

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率也不到 15%。 

 

图 1 集体谈判覆盖率 



 

 

 

其中一些国家的覆盖率较低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工会制度的萎缩和社会对话机

制的分权。集体谈判集中程度更高的体制可能带来更高的工资集体谈判覆盖率。比如，存在

行业工会的国家比单纯只存在企业内部工会的国家要明显有更高的集体谈判覆盖率。这或许

可以解释为何覆盖率在欧洲较高，在许多亚非国家较低，亚非国家的工资集体谈判一般都停

留在企业水平。另一个造成较低覆盖率的原因是许多雇员选择在小公司工作或签订了非正式

的合同——例如临时性的机构或兼职工作——而在现实中这些工作通常没有签订工资集体

谈判协议。 

 

2、集体谈判对劳动市场和收入的影响 

 

关于集体谈判影响劳动市场的研究首先基于不同的谈判制度框架，其次是区别于对谈判

主体各方决策行为的假设和判断。 集体谈判的制度框架的不同表现在集体谈判的覆盖率、

集体谈判的层次或集中度（企业、行业、或全国性）、集体谈判的部门（公共或私营部门）、

争议处理的程序等等。谈判主体（主要是工会和企业）的决策行为在工资方面主要表现在其

工资底线(Currie和McConnell, 1991)，即工会能够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和企业愿意支付的最

高工资水平，其结果最终将影响劳动市场中的收入分布。 

集体谈判对劳资关系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Freeman 和 Medoff 

（1984）从产业的视角讨论了集体谈判对收入可能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工会为

劳动者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的不满的渠道而不用担心因此被解雇，这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

率，并通过一些过程上的安排减少了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争议，有助于确保劳动合同的实

施。在工会所在的企业里，工会的规则有利于协调资深雇员与初级雇员之间的权力分配，从

而可以降低企业内工人工资的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工会也可能增加了高级技术工人的工

资，加剧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性;同时工会的寻租行为可能减少非工会组织中劳动者的竞

争力，从而加剧整体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Freeman和Medoff, 1979)。 

总体来说，工资集体谈判效应从理论上应该起到缓解劳资关系，改善低收入雇员的生活

水平以及增强雇员谈判力量的作用。对于集体谈判制度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使用个人层面的

微观数据来比较工会工人和非工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另一些研究从宏观上比较不同时期

和国情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影响。具体地说，集体谈判对劳动者福利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实证数据和谈判理论都显示，谈判达成协议的概率既与来自

企业外部的压力有关，又与工人罢工的潜在可能性有关。毫无疑问，集体谈判能够增加工人

罢工威胁的可信度，提高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企业接受的概率(Farber, 1978)。 

第二，对就业的影响。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集体谈判协议对社会就业的影响。 

McDonald 和 Solow 认为正是由于集体谈判效应的存在，企业将会比没有集体谈判制度时雇

佣更多的员工。然而，部分研究也显示：并不是所有类型的雇员都能从集体谈判中获益，集

体谈判对就业率的影响应该分地区分部门地具体分析。Kahn 和 Blau (2007)通过对 OECD

中 15 个国家从 1985-1994 年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之后，发现更高的集体谈判覆盖率往往伴

随着更高的雇员工资和低熟练程度技工的失业率。  
Lansbury (2000) 等通过对澳大利亚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政府政策研究发现，随着集体谈判制度的分散化越来越明显，失业率

也显著上升，并且劳动市场从传统的全日制和终身制的工作慢慢转化为以打零工和合约雇佣

制为主的新型劳动市场。Danthine 和 Hunt (1994)通过对欧洲劳动市场的研究发现，由于各

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加剧，因此谈判集中程度与经济发展间

相关关系变小，集体谈判对就业率的影响程度也有所降低。 



 

 

第三，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我们从两方面考察集体谈判制度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一

是集体谈判覆盖率对一个国家整体的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二是集体谈判对工人个体工资的

影响。 

    首先，集体谈判覆盖率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从而影响着人均 GDP 和平均

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ILO 的 2008-2009 的报告显示，从 1995 到 2007 年间，平均工资的增

长要慢于人均 GDP 的增长。如果考察集体谈判对工资-GDP 弹性的影响（即人均 GDP 每变

化一单位所引起的工资水平的变化），人均 GDP 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会伴随平均工资 0.75

个百分点的增长。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将集体谈判覆盖率高于 30%的国家列为“高覆盖率”，

覆盖率等于或低于 30%的国家列为低覆盖率。结果显示，对于低覆盖率的国家，工资弹性

约为 0.6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0.75。换句话说，在那些工资集体谈判对工资水平影响较小

的国家，人均 GDP 每上升 1%都伴随着平均工资水平上升 0.65%。对于高覆盖率的国家，工

资弹性要高得多。人均 GDP 每上升 1%都伴随着平均工资水平上升 0.87%。因此，工资集体

谈判覆盖率对提高工资占 GDP 的比重和工资增长率都有显著作用。在已有数据的情况下，

拥有更多工会会员的国家发放低工资的可能性较低。比如，在一个工会密度不足 15%的国

家内，低工资的发生率平均而言接近 25%，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会密度达到中等水平（15%与

50%之间），那么低工资的发生率将会下降 3 个百分点(Hayter 和 Stoeyska，2010)。 

其次，很多实证研究都检验了工会和集体议价对工资的影响（Hirsch，2003） 。一致的

结果是工会的确会提升工人的工资，提升程度存在结论上的差异。在英国和美国，相比没有

工会组织的工作而言，加入工会组织一般能提升百分之十的工资水平（Blanchflower，2002）。

在美国，有证据表明工会工资溢价在 70 年代上升，90 年代又有回落，比例介于 13 到 30 个

百分点（Blanchflower 和 Bryson, 2004）。 

第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工资影响不同，集体谈判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小收入不平等，只是得到充分证实的实证研究结果(Machin, 2008)。从历史上来看，

工会作用的减弱往往伴随着工资的涨幅的下降(Freeman, etc. 2000)。在过去 20 年中，美国工

资不平等增长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由于工会密度的下降(Lemieux, 2007)，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德

国(Dustmann, etc. 2007)。Lemieux(1993)对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 1982-1992 十年间的工会情

况与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说明了集体谈判与收入差异的关系。相比于加拿大

来说，美国的工资分布两极化更加明显，同时美国的工会覆盖率只有加拿大的一半左右。 

 

3、中国的集体协商现状 

 

中国目前推行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是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即国家（以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为代表）、职工（以工会组织为代表）和企业（以企业组织为代表）三方，就劳动关系

为主的社会经济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等进行相互协商的组织体制、法律制度以及运作程

序。引进集体协商制度是为了应对雇佣者、雇员以及国家之间日渐增长的利益分歧，以及大

规模罢工和社会抗议活动的增加。该制度也意在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保护工人的合法权

益。虽然起步较晚，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整个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官方数据显

示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的雇员数量从 2000 年的 66,000,000 激增至 2005 年的 102,000,000。  

由于集体协商三方机制与国外施行的集体谈判制度有所区别，所以它的效果与传统意义

上的集体谈判有何区别值得研究。但中国的微观层面相关数据非常缺失，目前对于中国的集

体协商制度的研究很多聚焦在对工会制度分析。有研究认为，该制度在推进中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首先，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集体协商制度缺少刚性约束力(张留禄，2009)；其次，企

业和职工参与动力不足（黄晓行，2010）；此外，国营企业的工会更像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分

支，没有谈判效力，工会和行业协会功能的缺失也使集体协商制度较难贯彻执行（赵晓华，



 

 

2009）。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工会在处理劳资关系上的作用被低估了（Chan，2000）。 

现行的集体协商制度是否给工人带来了工资溢价？目前的实证研究虽然缺乏微观数据，

但已有企业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Ge(2007)研究使用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进行工会对工

资影响的实证分析。他发现在控制了公司的其他特征、行业和地域影响之后，有工会的企业

中的平均工资要明显高出没有工会的企业。Wang 和 Nie(2011)针对集体工资协议对工资，

工人福利以及企业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评估。该研究采用的数据区别于以往研究之处在于

它包含了企业层面有关集体工资协议的信息。研究发现集体工资协议显著增加了企业中蓝领

工人的平均工资，而对管理层职工的平均工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集体工资协议降

低了这两类雇员的平均工资差额。而其他工资的决定因素对这两类雇员的工资的影响没有差

别。在保障工人的其他法律权益，如保险覆盖率等方面，集体协商制度的影响不如工会显著。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集体工资协议已经开始缓解中国企业内员工收入不平等。这可能预示着

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集体议价制度的功能将趋于一致。 

四、最低工资政策效应 

1、理论基础和发展趋势 

 

    为了维持和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维护低收入工人的基本权益以及确保经济社会稳

健运行，最低工资政策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地使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出卖劳动力的等价物是工资。劳

动力价值由身体要素和社会要素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就是由身体因素决定的部分，

它的货币表现就是工资的最低限度或最低工资。在资本主义人口规律作用下，劳动力供过于

求，使工人所得平均总是低于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因此可以说，工人平均工资总是趋于工资

的最低限度，所以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维护工人的基本权益（刘家珉，1999）。 

新古典劳动经济学理论则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市场上劳动者拥有完全信息；劳

动者的流动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和障碍；劳动力是同质的，不存在任何的个体

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是决定工资率的唯一因素。当劳动供求

均衡时，此时的工资为均衡工资，就业水平为均衡就业量。然而，当引入最低工资政策的时

候，超过均衡工资的最低工资限制将会使劳动市场形成供过于求的非均衡状态，可能会带来

失业等负面影响。 

然而，由于现实世界中工资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且许多劳动市场都很难称得上完全竞

争市场，所以经济学家转而研究更加符合现实世界情况的劳动力市场，即不完全竞争劳动市

场，尤其是买方垄断市场。买方垄断是指，厂商在劳动市场上是大量劳动力的唯一买方。在

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买方垄断导致劳动力供求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买方具有明显的

工资决定权。此时，从理论上能够证明，提高最低工资反而有可能提高就业和工资。  

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国家有 90 以上，而各个国家最低工资政策的标准和实施情况存在

较大的差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在 2001 至 2007 年间，有 70%提高了最低工资水

平，所有国家最低工资的平均涨幅为 5.7 个百分点。但在 2009 年，全球 108 个国家中有将

近一半的国家没有对他们的法定最低工资做任何调整（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0），包

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许多都采取了固定的最低工资。另外此报告数据的显示，从 2008

年末到 2010 年初，这些国家的最低工资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但是这 108 个国家中的另外一

半（包括大多数的先进国家），为了防止低收入工人在危机时购买力的恶化，选择了提高最

低工资。比如，巴西，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在 2009 年提高了最低工资。 



 

 

ILO 报告显示，平均而言，OECD 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占本国平均工资的比例大致维持

在 40%左右。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设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水平的参考点。有学者认为，

采用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最低工资水平是欠考虑的。例如 Robin 和

Lord （1992）认为政策制定者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提高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

比重的同时，整个工资分布体系的平均工资实际上也随之提高了，因此最低工资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会加剧经济的通货膨胀。但是，尽管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影响价格，这种影响已被证实

十分有限，特别是在那些制定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简单机制下，价格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Lemos，2004）。所以，对于最低工资水平会导致经济整体的通胀加剧的担心常常是被夸

大的。最低工资应该使得劳动者在面对物价上涨时也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购买力，并且对偶

然的经济冲击能够起到缓冲作用。 

 

2、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 

 

（1）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最低工资在影响收入初次分配和缩小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首先，我们着重

考虑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工资的影响。 

Card 和 Krueger（1995）对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得最底层雇员

的工资提高了约 10%，因此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缓解。同样的研究

也表明美国最低工资上升的 10%到 15%，重新分配了大约 0.2%的全部的年收入。最低工资

的另一个目标是缩小低收入群体中性别带来的收入差距（Rodgers 和 Rubery,2003）。一般而

言，女性占了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并且她们转化为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也远远低于男性。 

然而，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最低工资水平和低工

资发生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统计关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最低工资政策的执行力薄

弱(Murgai 和 Ravallion, 2005)；其次是最低工资法并没有包括所有需要保护的工人；第三是

当最低工资被设定在一个很高的标准时，会导致低工资工人失业或者非正式就业(Osterman, 

2008)。 

以上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很大比例的劳动力的收入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

准。例如，在拉丁美洲(Cunningham, 2007)，这一比例估计在 1%和 45%之间。当一个国家设

置了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时，这一比例会更高。而在中国(Knight, etc. 2010)，2007 年有 29.8%

的本地工人所得报酬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而流动工人的比例将近有其两倍之高。 

 

（2）最低工资法的溢出效应 

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做了一些研究，溢出效应是指当劳动市场上最低工资上

涨时，会导致工资上涨幅度超过法定的最低工资限额(Owens 和 Kagel，2010)。Falk 等（2006）

的研究指出工人的保留价格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最低工资的引入会大大提高工人们的保

留工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最低工资改变了工人对公平的看法，厂商也愿意支付比最低工资

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工人。 

行为经济学家引入社会偏好中关于公平的概念，较好地解释了最低工资可能具有溢出效

应。我们可以将社会偏好理论主要概括为：人们会自愿降低自己的效用以达到帮助或者伤害

他人的目的，即人们不只是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收入。由于工人厌恶不公平, 降低工资会

挤出很多工人的努力动机。Falk 等（2005）的一项研究就佐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最低工

资的效应取决于工人和企业在工资谈判决策时的公平感。从长期来看，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

少。即使处于买方垄断的雇主，也不会愿意提供市场出清工资，而是以更高的工资来获得员



 

 

工更多的努力回报。因此，由于最低工资的引入提高了员工的保留工资水平，使雇主支付给

工人的工资都有上升的趋势。 

 

（3）对失业的影响 

学术界关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失业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的实证性结论（Card 和 Krueger, 

2000）， 这主要是因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决定于劳动市场买卖双方的市场力和具体的最

低工资标准。 

一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政策会减少就业量，尤其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造成威胁。Abowd

等(1999)在研究了法国和美国最低工资变化与就业的关系之后，发现法国和美国最低工资的

变化对于获得最低工资的员工影响非常大。在法国，最低工资每增长 1%，就会减少男性工

人 1.3%和女性工人 1%的未来就业率；而在美国，最低工资每增长 1%，就会减少男性工人

0.4%和女性工人 1.6%的未来就业率。 

第二种观点是最低工资制度会提高就业水平。例如，Katz 和 Krueger(1992)考察了 1990

年最低工资增长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快餐服务业的影响，发现尽管在最低工资法刚实施的时

候，绝大部分快餐业的工资仍低于最低工资，但是到 1991 年的时候，只有不到 5%的企业

工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并且，研究还发现大部分德州快餐店没有因为最低工资的增加

而减少就业。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实证数据的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的劳动者的影响互不相

同。Brown 等(1982)研究发现，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每上升 10%，青少年的就业率将降低

1%至 3%，而对于青年（20 至 24 周岁）来说，这个下降的幅度将有所减小。类似的，Mincer 

(1976)以及 Wachter 和 Kim（1979）分别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黑人男性就业率的正向影响

远远大于白人男性。 

 

3、中国的最低工资政策    

 

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大部分行业处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非

均衡状态，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状况。最低工资法是对劳动市

场的正当干预，它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中国农村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低端劳动市场接近买方垄断市场，而最低工资主要影响

的恰恰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或在城市中属于低收入群体的工人。 在就业效应研究中，罗小

兰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无歧视买方垄断

下，实行最低工资能促进就业；在完全歧视买方垄断下，实行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影响。此

外，对上海市最低工资与农民工就业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有正

作用(罗小兰，2007)。张志勇则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行，使农民工有能力对自己追加人

力资本投资和提升就业能力，则农民工就不会面临着失业。如果政府仅用失业率作为政策的

评判标准，可能会容忍资本强权压低工人工资、损害工人福利行为的事件发生（张志勇，

2007）。 

最低工资政策的效应首先决定于政策的实施情况， 最低工资覆盖率的高低是衡量最低

工资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即劳动者中实际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比例。Du 和Pan（2009）

使用2001年和2005年城市劳动力的相关数据比较了最低工资在外来工人和本地工人之间的

覆盖率的差异。结果表明，在2001年，这两类工人中小时工资在年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工人

比例分别为47.8%和78.5%，而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1.1%和44.6%。这表明随着最

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最低工资覆盖率在两类群体中呈下降趋势， 特别是对外来工人。他们

还指出最低工资相对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也在下降：从1995年的0.44降到2006年的0.28。 



 

 

工人对于最低工资政策信息的缺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雇主不遵守这一标准。在中

国，低收入工人对于最低工资政策知之甚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中国的最低

工资政策出台得较晚；第二，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通常受教育水平有限且多来自偏远贫穷

地区。韩兆洲和孔丽娜（2006）在广东省的调研结果显示 52.7%（共 1760 个样本）的外来

务工人员表示他们从没听说过最低工资政策，69.1%的工人表示他们不知道最低工资具体是

多少。Xie（2010）对从江苏省抽取的 485 个样本进行研究，结果也发现只有 24.7%的外来

务工人员知道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 

外来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使得雇主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来降低劳动回报标准包括工资。因

此，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于工人福利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Wang（2011）以 Falk 等人的研究为基础，在中国进行了一场劳动实验，考察企业在工人知

情和不知情条件下的行为有何不同， 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该研究

验证了在劳资双方都知情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会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 提高了企业与工人签

订的工资水平， 并且工资水平与最低工资标准成正比。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双方各

自认同的公平工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 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当工人对政策不

知情时，企业对公平的关注减弱，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要低于知情条件下，较低的最低工资

标准会对劳动市场的工资有负的溢出效应。这项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工人获取信息程度

不同的劳动市场，受最低工资产生的影响不同。这也对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效果和考察最低工

资的福利效应有重要意义。在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通常都很低，且低收入工人获得信

息的渠道很少，对于一些公共政策完全不了解。因此，政府不应该只关注于最低工资政策本

身，也需要对那些可能受到政策潜在影响的工人进行相关的政策普及。 

 

五、工资政策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实证分析 

 

本节我们利用现有的宏观数据检验关于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 

首先是使用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然后用中国跨省数据进行分析。 

 

1、 跨国比较 

 

在第二节我们介绍了劳动收入占比的衡量方法和主要影响因素，以下我们将劳动报酬占

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主要预期影响因素，考察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的影响。我们收集了

近 60 个国家从 2001-2007 年的相关数据，目前只有这期间的平均值。我们所考虑的影响因

素综合了以上文献回顾和 ILO 全球工资报告的总结1，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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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变量的简要描述如表 2 所示，其中集体谈判覆盖率的衡量采用第三部分第 1 节中所

介绍的覆盖率等级指标。 

计量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我们同时控制了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覆盖的变量。计量结果

显示，集体谈判覆盖率等级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并且在添加不同的控制变量

的同时，这种影响呈现很强的稳健性。这说明从全球视角上来看，更高的集体谈判覆盖率等

级意味着一个国家具有更高的劳动报酬占比。 

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虽然多数情况为正，但并不显著。如上文的

解释，这可能是由于最低工资政策的执行力度、覆盖群体范围较小以及可能导致失业所致。

                                                        
1 ILO 全球工资报告 2008-2009 年（Global Wage Report 2008-2009） 



 

 

当然，由于我们使用的样本过小，导致估计误差相对较大，因此这个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未来

进一步观察。 

 

 

表 2 跨国数据变量描述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Wage share, 劳动报酬占比 60 49.13 11.88 23.21 68.93 

Minwage ratio, 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例 42 5.71 7.25 0.13  37.85 

Collec, 集体谈判覆盖率等级 44 2.66 1.26 1 4 

△GDP, GDP 增长率 60 4.66 2.72 1.17 16.49 

Trade ratio, 贸易额占比 59 92.72 56.54 25.43 351.14 

Devdum, 是否为发达国家 60 0.50 0.50 0 1 

FDI, 国外直接投资 60 161.26 283.48 0.45 1409.4 

R &D ratio, 研究投入 58 1.22 0.94 0.15 3.70 

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 和 ILO 全球工资报告 2008-2009

年，第 78-84 页。 

 

表 3 的结果还显示，虚拟变量是否为发达国家显著影响劳动报酬占比，这说明在控制其

他影响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要显著地高于发展中国家。 

另外，第（4）和（5）列还显示，国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占比也有正的影响。 

 

表 3 工资制度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跨国分析 

 (1) (2) (3) (4) (5) (6) 

最低工资占平 

均工资比例 

-0.05 

(0.22) 

0.09 

(0.23) 

0.14 

(0.25) 

0.31 

(0.22) 

0.37 

(0.22) 

0.35 

(0.21) 

集体谈判覆盖 

率等级 

3.22** 

(1.33) 

2.95** 

(1.30) 

3.12** 

(1.42) 

2.37* 

(1.23) 

2.38* 

(1.18) 

2.56** 

(1.15) 

GDP 增长率  -1.54 -1.38 0.98 0.95 0.49 

  (0.93) (1.02) (1.11) (1.07) (1.08) 

贸易额占比   0.01 -4.58E-03 0.02 0.01 

   (0.05) (0.04) (0.04) (0.04) 

是否为发达国 

家    

14.26*** 

(4.20) 

12.44*** 

(4.17) 

7.29 

(5.20) 

国外直接投资     8.70E-03* 2.76E-03 

     (4.94E-03) (6.11E-03) 

研究投入      5.55 

      (3.52) 

常数项 43.54*** 50.23*** 48.54*** 32.76*** 29.48*** 29.48*** 

 (3.86) (5.53) (6.74) (7.36) (7.32) (7.11) 

F 检验 P 值 0.07 0.05 0.10 0.00 0.00 0.00 

R-sq 0.16 0.24 0.24 0.47 0.53 0.58 

Adjusted R-sq 0.11 0.16 0.13 0.37 0.42 0.45 

观测数 33 33 32 32 32 3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2、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 

 

由于中国的地域辽阔，各省政策的实施程度不同，这使得省际间的政策影响分析成为可

能。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用省级层面数据讨论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进

步、产业结构等方面，但没有考虑工资制度。我们参照跨国比较所考虑的影响因素，收集了

2001-2007 各省的相关数据，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集体谈判覆盖率的数据，所以本节主

要是检验最低工资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而回归中主要使用 2004-2007 期的数据，因

为最低工资变量只有 2004-2007 的数据。最低工资政策是从 2004 年起广泛推广的，我们收

集了更多年份的其他数据是为了比较最低工资大力推广前后的变化。我们的变量描述如表 4

所示。与跨国分析的区别是，我们拥有面板数据，可以进行更丰富的计量分析。 

 

表 4 2004-2007 年中国省际数据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最低工资占平均

工资比例 

124 42.60 4.93 31.41 53.79 

GDP 124 6997.64 6153.45 211.54 31084.40 

贸易额 124 5.25E06 1.05E07 19989 6.34E07 

国外直接投资 123 291977 414647.50 1150 2.19E06 

劳动报酬占比 124 42.60 4.93 31.41 53.79 

研究投入 124 89.75 108.03 0.30 505.40 

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 和中国科技年鉴

2010。 

 

本文首先采用 OLS 方法分析 2004-2007 年的数据，控制变量与国际比较的相类似。结

果如表 5 所示。表 5 显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不影响劳动收入占比，这和跨国数据的结论

是一致的。而随着我国 GDP 的增长劳动收入占比降低了，这背后可能反映着产业结构调整

带来的劳动收入比变动的经济规律。 

 

表 5 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省际 OLS 回归 （2004-2007） 

 (1) (2) (3) (4) 

GDP -3.30E-04*** -2.93E-04*** -2.06E-04 -1.21E-04 

 (7.02E-05) (1.25E-04) (1.41E-04) (1.73E-04) 

贸易额  -2.45E-08 9.29E-09 4.70E-08 

  (6.86E-08) (7.32E-08) (7.96E-08) 

研究投入   -9.21E-03 -6.36E-03 

   (7.07E-03) (7.20E-03) 

国外直接投资    -2.88E-06 

    (2.68E-06) 

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例 -0.06 -0.07 -0.11 -0.08 

 （0.06） (0.07) (0.08) (0.08) 

Year2004 1.23 1.37 1.55 1.11 

 (1.30) (1.36) (1.36) (1.39) 



 

 

Year2005 1.23 1.30 1.37 1.31 

 (1.19) (1.21) (1.21) (1.21) 

Year2006 0.96 1.03 1.16 1.03 

 (1.19) (1.21) (1.21) (1.20) 

常数项 46.08*** 46.25*** 47.33*** 46.30*** 

 (1.94) (2.00) (2.16) (2.22) 

F 检验 p 值 0.00 0.00 0.00 0.00 

R-sq 0.21 0.21 0.22 0.22 

Adjusted R-sq 0.18 0.17 0.17 0.16 

观测数 124 124 124 1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我们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显示，根据豪斯曼检验系数，这四

个模型都应该选取随机效应模型，很明显地，GDP 和贸易额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十分

明显，前者为负效应后者为正效应。最低工资影响仍然不显著。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简单 OLS 回归还是面板数据回归，在加入了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

比例一项后，除了 GDP 能保持较好的显著性外，其他的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是由于

2004-2007 年样本容量较小，同时 GDP 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样本容量不

够的条件，仍然保持了连续的统计显著性。 

 

 

表 6   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省际面板数据回归 （2004-2007） 

 (1)固定效应 (1)随机效应 (2)固定效应 (2)随机效应 

GDP -1.50E-04 -2.58E-04*** -4.54E-04** -4.25E-04*** 

 (1.03E-04) (7.89E-05) (2.02E-04) (1.36E-04) 

贸易额   2.14E-07* 1.29E-07* 

   (1.23E-07) (8.42E-08) 

研究投入     

     

国外直接投资     

     

最低/平均 0.11** 0.06 0.07 0.05 

 (0.05) (0.04) (0.05) (0.04) 

常数项 40.11*** 42.28*** 42.35*** 43.13*** 

 (2.05) (1.82) (2.40) (1.92) 

     

豪斯曼检验系数 0.18 0.12 

R-sq 0.08 0.17 0.07 0.15 

观测数 124 124 124 12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6（续） 

 (3)固定效应 (3)随机效应 (4)固定效应 （4）随机效应 

GDP -5.67E-04** -4.61E-04*** -5.11E-04** -3.68E-04** 

 (2.45E-04) (1.58E-04) (2.47E-04) (1.68E-04) 

贸易额 1.56E-07 1.06E-07 2.10E-07 1.53E-07* 

 (1.43E-07) (9.86E-08) (1.46E-07) (1.03E-07) 

研究投入 0.01 4.46E-03 0.02 0.01 

 (0.01) (9.79E-03) (0.01) (0.01) 

国外直接投资   -3.57E-06 -3.37E-06 

   (2.34E-06) (2.16E-06) 

最低/平均 0.07 0.06 0.06 0.05 

 (0.05) (0.04) (0.05) (0.04) 

常数项 42.25*** 42.95*** 42.54*** 42.92*** 

 (2.41) (1.97) (2.42) (1.96) 

     

豪斯曼检验系数 0.12 0.29 

R-sq 0.06 0.14 0.07 0.15 

观测数 124 124 123 1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既然没有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我们将回归扩展到 2001-2007 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

影响因素。结果如表 7 所示。简单 OLS 回归结果显示，在中国 GDP 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影

响是十分显著的，且常常产生负的效应，这与李稻葵等（2009）年关于我国 U 型的劳动报

酬占比和 GDP 关系的研究是相一致的，即我国正处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阶段，也就是处

于 U 型曲线的左边那一部分。2001、2002 和 2003 年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这证明了劳动收

入占比在近年有下降的趋势。 

 

表 7 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省际数据 OLS 回归（2001-2007） 

 (1) (2) (3) (4)  

GDP 4.59E-04*** -4.28E-04*** -3.31E-04** -2.68E-05  

 (7.89E-05) (1.22E-04) (1.29E-04) (1.59E-04)  

贸易额  -2.48E-08 6.75E-08 1.39E-07  

  (7.36E-08) (8.44E-08) (8.96E-08)  

研究投入   -0.02** -0.01  

   (0.01) (0.01)  

国外直接投资    -6.73E-06**  

    (2.66E-06)  

year2001 10.27*** 10.31*** 9.90*** 10.30***  

 (1.53) (1.53) (1.53) (1.50)  

year2002 9.79*** 9.83*** 9.48*** 9.73***  

 (1.52) (1.53) (1.53) (1.48)  

year2003 8.39*** 8.40*** 8.18*** 8.52***  

 (1.51) (1.51) (1.50) (1.46)  



 

 

year2004 0.28 0.31 0.03 0.01  

 (1.49) (1.50) (1.49) (1.44)  

year2005 0.65 0.67 0.46 0.71  

 (1.48) (1.48) (1.47) (1.41)  

year2006 0.49 0.50 0.38 0.47  

 (1.47) (1.47) (1.46) (1.40)  

常数项 45.46*** 45.36*** 45.85*** 44.74***  

 (1.25) (1.29) (1.30) (1.28)  

F 检验 p 值 0.00 0.00 0.00 0.00  

R-sq 0.51 0.51 0.52 0.53  

Adjusted R-sq 0.49 0.49 0.50 0.51  

观测数 217 217 217 21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六、结论 

 

总体来说， 国际实践经验和研究表明，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制度在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和收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集体谈判覆盖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总体劳动收入占比，缩小收

入差距，而适当的最低工资政策有助于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比例以及劳动市场中的收入差距。

最低工资的标准设定要合理，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制度更需要协调配合。合理的最低工资水

平意味着这个水平要足够低使之成为最低工资，同时这个水平要足够合适使之能够维持劳动

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还应当与集体谈判制度相协调。过于复杂的

最低工资政策往往对集体谈判政策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以往的研究和本文的研究显示，最

低工资制度对整体劳动者收入占比没有显著影响，因为最低工资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低收入

者，那么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同时，不应该将两者互相对立起来或者将他们与

其他政策孤立起来，而是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减小两种政策的“挤出效应”的同时，让两个政

策并行不悖，让它们与其他辅助性政策相得益彰。 

工资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人们对政策的了解和政策的实施力度。 在中国，

目前需要改进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提高协商机制中各方的冲突管理能力，特别是工会代

表工人利益进行谈判的能力，有效推动集体协商制度的作用。第二，加强集体协商制度和最

低工资标准等政策的信息宣传和执行力度，特别对于外来打工群体。第三，由于影响劳动收

入的因素很多，工资制度的影响和合理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不断检测和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判断。因此，有必要为实证研究而收集准确的统计数据，这对于研究目前中国的工资

政策效应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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